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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新常态下，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在此背景
下，“十三五”规划提出将北京、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深圳提出建设国际创新城市。在总结和归
纳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薪酬水平、政府教育和就业投入等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变量引入知识溢出对创新影响的模
型中，通过对全国数据进行分析，检验国际知识溢出、研发投入、本土吸收能力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并分析了人
力资源开发对影响创新各变量的调节作用。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就我国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主动提升国际知识溢
出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海归人才；国际知识溢出；人力资源开发；区域技术创新；创新能力；知识密集型经济；自主创新
［中图分类号］Ｆ５３０． 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 ４８３３（２０１６）０６ ０１２１ ０８

一、引言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内生增长的原因在于技术创新。经济新常态下，以往简单依靠基础设

施投资和出口拉动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我国
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当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是我国技术创新的核心区域，其中北
京、上海、深圳分别为三个区域的经济、科技创新中心城市。近年来，这些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
升，涌现出“ＢＡＴ”、华为、大疆、上海普天等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国家“十三五”规划明
确提出将北京市、上海市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深圳则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创新
城市的目标。如何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并带动全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
构升级，是北京、上海、深圳下一阶段的重要课题。

在当前全球经济、信息高度一体化情形下，吸收国际先进知识、提升本国创新能力成为很多发展
中国家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不断提升，对海外留学人员
的吸引力也不断加大，截至２０１５年末，全国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１８０余万人，为此国家也先后出
台了“千人计划”等多项海外高端人才引入计划。与本土人才相比，从国外回流的科技人员比国内人
员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１］，发展中国家海外留学生返回母国，他们在发达国家所学到的先进技术和
掌握的市场信息就会运用到母国的生产和创新活动中［２］。近年来，学术界和企业都逐渐意识到，在生
产和科研中，海归人才的引进不仅能直接促进创新能力提升，而且还会通过与本土团队的合作、交流
增强知识和技能的溢出程度，这一增强作用与一国人力资本存量对技术吸收与创新能力密切相关。
政府和企业通过组织发展、员工培训与发展等人力资源开发举措，培育和释放劳动者的专业技能，进
而促进对国际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但理论界尚未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量化分析。为此，有必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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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开发（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ＲＤ）与国际知识溢出、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从而为我
国创新能力提升及北京、上海、深圳科创中心建设提供可参考的思路。

二、文献回顾
知识作为公共资源，具有可复制、可分享的特点，并为创新活动开展提供了原材料。由于全球前

沿科技研发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知识溢出可避免技术的重复投资，加快
先进知识在全球的扩散，进而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理论界对国际知识溢出与技术创新关系的
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成果。Ｃｏｅ和Ｈｅｌｐｍａｎ建立了开放性经济内生增长的Ｃ Ｈ模型，研究了国际贸
易中的知识溢出现象，并通过实证研究测量了２２个国家贸易往来中的知识溢出效应，其结果表明，国
际贸易能有效促进国家之间知识交流和转移，进而带动各国创新能力的提升［３］。Ｅａｔｏｎ和Ｋｏｒｔｕｍ对
ＯＥＣＤ国家专利申请的有关数据研究发现，仅有１０％的创新生产活动是完全由一国独立完成的，国际
间知识和人力资本交流已成为创新的重要来源［４］。Ｋｏｓｅ等通过对２１个工业化国家与４６个发展中国
家１９６６—２００５年宏观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ＦＤＩ度量的资本流动可促进国家间的知识转移
和溢出，进而提升技术水平［５］。在这些研究基础上，陶峰总结道，国际知识溢出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
表现，是国外研发活动和成果等通过对外投资、国际贸易、专利技术转让等方式转移到本国，造成本国
技术进步或生产力的进步［６］。

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劳动力流动增加，学术界开始研究人才流动对国际知识溢出、技术创新
的影响，这个研究视角逐渐成为国际知识溢出的又一主流视角。Ｆａｌｌｉｃｋ、Ｆｌｅｉｓｃｈｍａｎ和Ｒｅｂｉｔｚｅｒ认为，
科技人才跨国流动是造成区域知识溢出的主要源泉，同时区域科技人才流动导致的知识溢出效应大
大促进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提高［７］。石凯等人对韩国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人才流动的统计分析表明，
当一国人均ＧＤＰ到达４０００美元，海外知识员工开始大规模回流，并对母国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
应，这表明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会出现较为显著的海归人才回流和相应的国际知识溢
出［８］。Ｌｅ利用面板协整方法实证研究表明，与国际知识溢出的其他渠道相比，人才在国际间流动能
直接导致其所具备的知识、技能转移，并导致先进教育、科研资源在国际间传播，人才流动带来的研发
溢出是国家间技术转移的关键因素［９］。陈怡安等通过扩展ＣＨ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流动
是与ＦＤＩ、国际贸易、专利技术同样重要的知识溢出渠道，我国各地区海归回流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当
地人力资本存量正相关，东部地区海归知识溢出效应较为显著［１０］。Ｂｉｎ和Ｗａｎｇ研究发现，相对领先
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知识与技术溢出中获益，一国人力资本存量对本国的技术吸收与创
新能力存在重要影响［１１］。

除了上述关于知识公共资源属性能通过各种渠道自发溢出的研究之外，近年来，组织学习理论对
政府和企业通过各种举措提高人员素质进而提升对先进知识吸收能力的人力资源开发，进行了研究。
廖泉文指出，人力资源开发是指在特定的组织中，通过职业管理来塑造个体本身而使之获得开发，以
及通过工作设计来改善环境以促进人员的开发，从而实现员工能力的充分发挥和潜力的最大释放，获
得工作满足，最终实现组织与员工共同开发的动态管理过程［１２］。Ｄｅｓｉｍｏｎｅ将人力资源开发定义为，
由组织为其员工提供的一系列系统的、有计划的活动，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激励，使员工有机会学习
必要的技能、具备一定专长，以满足当前和未来工作的需要［１３］。樊建芳将人力资源开发的本质总结
为“学习”和“成长”，其重点在于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人力资源开发满足人在不同职业发展阶段中
不同的学习需求，使人不论在工作与生活上均能获得最大的满足［１４］。在政府宏观层面的研究上，Ｋｅｌ
ｌｅｒ利用全球工业化国家１９７０—１９９５年数据，发现高技能人才的流动能促进知识的区域扩散，但人力
资本的跨国流入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受当地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的影响［１５］。Ｇａｒｙ等归纳了
影响宏观人力资源开发的七个因素，比较了中国、日本、德国等１２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
影响因素，并建议各国根据文化、国情制定人力资源开发策略［１６］。Ｋｅ等人通过对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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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性研究，指出当前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缺乏连贯性，建议强化人力资源开发对经济、社会、文化、
政治的战略性布局［１７］。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开放经济环境下，外部知识成为一国创新的重要来源。理论界
对国际知识溢出进行了深入研究，早期研究重点在于国际知识溢出的定义和国际贸易、ＦＤＩ、专利技
术转让等溢出渠道方面。近年来，部分学者注意到人才跨国流动对知识溢出具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海外留学人才回流，为本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信息，增强了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同时，地方
政府也注意到，人力资源开发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大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力度，能有效提高本
土人才人力资本水平，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土人才的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能提升对国际知识溢出的
吸收能力和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本文在总结和归纳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由薪酬水平、政府教育
就业投入构成的人力资源开发指标，并将其引入国际知识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模型，得到包含人力
资源开发因素的区域创新函数。我们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知识溢出、研发投入、吸收能力、
人力资源开发的数据分析，得出我国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及人力资源开发对这一关系的调节
作用，并以上海、北京、深圳的面板数据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根据模型推导
和实证研究结果，对北京、上海、深圳建设国际科创中心提出了政策建议。

三、研究设计
（一）实证模型
研究知识溢出的主要工具是知识生产函数。古典经济学学派构建了Ｃ Ｄ形式的知识生产函

数，该函数经后续研究深化、拓展，逐渐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法的知识生产函数，后又经发展，构建了
包含贸易、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Ｃｏｅ和Ｈｅｌｐｍａｎ在其基础上构建
了进口贸易对国际技术溢出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３］。陈怡安等将人力资本存量、海归知识溢出纳
入Ｃｏｅ和Ｈｅｌｐｍａｎ贸易溢出模型，建立了包含人力资本、知识溢出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函数关系，并通
过人力资本存量的变量，分析了各个地区对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１０］，相应的区域创新函数为：

Ｙｉｔ ＝ ｆ（Ｈｄｉｔ，Ｈｆｉｔ） （１）
其中，因变量Ｙｉｔ为区域技术创新能力，Ｈｄｉｔ为地区ｉ第ｔ年的国内研发投入、Ｈｆｉｔ为地区ｉ第ｔ年的国

外研发的溢出量。国外知识溢出主要渠道包括进出口贸易、ＦＤＩ等。由于本文主要研究海归人才知识
溢出这一渠道，因此将国际贸易、ＦＤＩ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纳入控制变量Ｘｉｔ中（国外Ｒ＆Ｄ对本国
的溢出，主要是通过贸易、投资、人才流动等渠道实现的，本文对各个渠道的溢出效应均单独列在模型
之中。在理论推导时，为使方程形式简明、变量关系直接，我们将国际贸易、ＦＤＩ等相关因素作为控制
变量隐藏。在具体实证过程中，相关变量直接进入模型）。根据第二部分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可知，国际
知识溢出对一国创新能力的影响不仅与知识溢出总量有关，而且受到母国吸收能力的影响。本文将吸
收能力纳入全要素知识生产函数，（１）式可扩展为：

Ｙｉｔ ＝ ｆ（Ｈｄｉｔ，Ｈｆｌｏｗｉｔ ，Ｘｉｔ，ＡＢＳＯＲＢｉｔ） （２）
其中，ＡＢＳＯＲＢｉｔ为地区ｉ第ｔ年对国际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变量。同时，为衡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

政策对知识溢出、技术创新的影响，根据此前文献关于人力资源开发对人力资本存量（吸收能力）影
响机制的研究，本文将人力资源开发引入创新函数ＣｏｅＨｅｌｐｍａｎ模型。

Ｙｉｔ ＝ ｆ（Ｈｄｉｔ，Ｈｆｌｏｗｉｔ ，Ｘｉｔ，ＡＢＳＯＲＢｉｔ × Ｅｉｔ） （３）
Ｅｉｔ为地区ｉ第ｔ年的人力资源开发投入，通过建立人力资源开发投入与吸收能力的复合变量，能

更好地反应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对区域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为更好比较人力资源开发、吸收能力对海
归人才知识溢出的影响，本文分别构建了不包含和包含人力资源开发变量的区域创新能力函数。首
先，本文将方程（２）转化为对数线性化函数形式，可得到模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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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Ｙ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Ｈ
ｄ
ｉｔ ＋ α２ ｌｎＨ

ｆｌｏｗ
ｉｔ ＋ α３ ｌｎＨ

Ａｂｓｏｒｂ
ｉｔ ＋ α４ ｌｎＸｉｔ ＋ εｉｔ （４）

其次，本文将人力资源开发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将方程（３）转化为对数线性化函数形式，可得到
模型２：

ｌｎＹ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Ｈ
ｄ
ｉｔ ＋ β２ ｌｎＨ

ｆｌｏｗ
ｉｔ ＋ β３ ｌｎＨ

Ａｂｓｏｒｂ
ｉｔ × ｌｎＥｉｔ ＋ β４ ｌｎＸｉｔ ＋ εｉｔ （５）

表１　 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变量 定义 数据来源
Ｙｉｔ 各地区历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国家知识产权局、各地统计年鉴
Ｈｄｉｔ 各地区历年研发投入 各地统计年鉴
Ｈｆｌｏｗｉｔ 各地区海归溢出量 中国教育部网站、本文测算
Ｅｉｔ 各地区人才开发投入 各地统计年鉴
ＨＡｂｓｏｒｂｉｔ 各地科技研发人员总量 各地统计年鉴
Ｈｆｄｉｉｔ 外商直接投资的研发溢出量 世界银行、ＩＭＦ数据库
Ｈｔｒａｄｅｉｔ 国际贸易的研发溢出量 世界银行、各地统计年鉴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全国

数据和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相关数
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表１为本文所研
究相关变量的定义和数据来源。

各变量具体含义如下。
１． 因变量
对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Ｙｉｔ，常见

的衡量指标包括企业创新的利润、全
要素生产率、专利申请（授予）量等。本文参照徐宁等的方法，将发明专利授总量作为区域创新能力的
衡量指标［１８］。
２． 自变量。
（１）知识溢出变量。Ｈｄｉｔ根据各地区研发投入测算，采用地区ｉ第ｔ年的企业研发投入；Ｈｆｌｏｗｉｔ 为地区

ｉ第ｔ年海归人才的知识溢出，参考陈怡安等的处理，以地区ＧＤＰ和研发投入建立了海归引力综合权
数量，用各地历年海归人员研发存量衡量该地区海归人才的知识溢出［１０］。本文在模型中，将海归人才
与本土人才分离，不仅是因为人才类型的分类，而且是涉及企业、地区对两类不同特点的人才有不同
的开发，因而未将两类人力资本简单加总。

（２）吸收能力与人力资源开发变量。ＨＡｂｓｏｒｂｉｔ 为地区吸收能力，取决于地区研发存量，为各地科技活
动人员研发总量，是科研人员数量和研发存量构成的复合变量（对于“地区吸收能力”这一指标，在此
前学者研究中多以当地劳动者总量作为代理变量，考虑到我国科技创新主要由科技研发活动人员承
担，结合前人研究，本文选取了各地科技活动人员研发总量指标）。为构建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强度Ｅｉｔ
的量化指标，本文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１９９４年制定的测量一国人力资源开发状况的发展指数，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了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区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等变量加权相加得到的复合变量。
３． 外部变量。
外部变量组Ｘｉｔ为海归人才之外影响国际知识溢出的主要变量：ＦＤＩ、国际贸易产生的知识溢出

等。本文参照蔡伟毅等的方法，选取了中国获得国际知识溢出最主要来源地：美国、日本、韩国、新加
坡、中国香港、英国、法国、德国，并计算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研发资本存量对各地的知识溢出［１９］。区域ｉ
第ｔ年ＦＤＩ带来的研发溢出量为：

Ｈｆｄｉｉｔ ＝ ∑
８

ｊ ＝ １

ｆｄｉｊｔ
ｇｄｐｊｔ
Ｓ( )ｊｔ × ｒｉｔ

公式中ｇｄｐｊｔ、Ｓｊｔ、ｆｄｉｊｔ分别为ｊ国ｔ年的ＧＤＰ、研发投入、对中国的直接投资，ｒｊｔ为ｔ年各地吸纳外商
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例。

在当前经济问题研究中，大多数因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这是由经济发
展规律本身所决定的，理论模型也能较直观地表明生产率和海归人才数量的内在相关性。为此，本文
在变量的选取上，将发明专利授权作为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这一变量相较于生产率而言，是一个相
对独立的变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实证的内生性问题。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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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基于全国数据的研究

　 　 表２　 国际知识溢出、人力资源开发
　 　 　 　 对我国创新影响的ＬＳ估计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Ｈｄｉｔ

区域研发投入
０． ８８
（０． ６６）

１． ７３
（０． ６０）

Ｈｆｌｏｗｉｔ
海归人才的知识溢出

－ １． １１
（－ ０． ７５）

－ １． ２５
（－ ０． ８）

Ｈｆｄｉｉｔ
ＦＤＩ的知识溢出

１． ９５
（０． ６６）

１． ２７
（０． ２）

Ｈｔｒａｄｅｉｔ

国际贸易的知识溢出
－ １． ８２
（－ ０． ９３）

－ １． ７７
（－ １）

ＨＡｂｓｏｒｂｉｔ

地区吸收能力
２． ７６
（０． ７０）

ＨＡｂｓｏｒｂｉｔ × Ｅｉｔ
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投入

１． ０１
（０． ７８）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对方程（３）、方程（４）进行回归分析，考
虑到吸收具有滞后效应，对吸收取滞后一阶效应，回归方程值
为０ ９９、０． ９８，拟合效果较好。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模型１、模型２分别为考虑和不考虑人力资源开发调节作
用的实证结果。从表２模型１可以看出，对我国而言，本国吸
收能力是我国创新的最重要因素，本土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
资也对我国创新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
在于：第一，当前我国科研活动较少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科研人
员数量和研发经费投入是影响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最主要因
素，科研人员数量决定了我国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是
我国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因素；第二，近年来在外商对我国投
资中，高新产业投资和研发投资占比持续上升，外资企业成为
我国技术创新的又一重要主体。

相比而言，海归人才回流对我国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回归结果出现绝对值较小的负
值，与上一章理论推导结果不一致，原因在于：第一，在本文样本期内，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
全球平均水平，对海归人才吸引力巨大，７年间海归总人数从４． ２万人增长到３５． ４万人，人数增幅持
续扩大。第二，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波动，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增速放缓、甚至数次出现负增长，贸易渠
道的知识溢出与创新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减弱。同时我国进口商品中高科技产品比重较大，对国内创
新活动有一定替代作用。第三，近年来我国海归数量急剧增加，由于海归人才总体质量参差不齐，其
中层次较高、对创新有促进作用的海归人才数量还不多，大多数海归对科技创新并无明显提升作用，
海归人数增长远高于同期专利授权量的增速，对我国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尚有待提升。

从表２模型２可以发现，在增加滞后一阶的人力资源开发因素后，各变量对创新的影响程度均有
所变化，且人力资源开发投入与创新能力存在一定正相关。其中，科研经费投入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促
进作用更加显现，表明通过人力资源开发能提升我国科研经费投入的产出效率；海归人才、国际贸易
的系数仍然为负，表明我国对海归人才的开发有待加强；ＦＤＩ对我国创新能力影响程度有所降低，表
明随着政府对本土人才开发强度增大，我国创新能力中自主创新比重加大、国外投资对我国创新能力
的影响减小。当前，我国政府仍然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主导力量，通过加大在教育、就业的投入，引导企
业分配机制改革，能有效提升我国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积极性，从而增强对国外先进知识的吸收能力，
进而提升创新能力。

（二）基于北京、上海、深圳数据的研究
为定量测定、比较各个渠道国际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源开发影响的地区差异，本文对北京、上海、深

圳三大全国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国内已有研究者深入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生
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其中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均高于临界值。由于本文研究对象都满足门槛效应
设定条件，因而直接引用相关研究对门槛效应的检验，选取了实证样本。本文充分参考这些研究方
法，并在实证中加强对模型理论基础分析和方程的检验，以取得最优的实证结果和分析效率。
１． 国际知识溢出对各地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对方程（３）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吸收具有滞后效应，对吸收取滞后一阶效

应；同时，尽管研发活动投入要在后续年度才能转化为创新能力，实证中我们对比了研发投入对创新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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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滞后影响，发现存在滞后阶数情形下，三个地区两者之间关系稳定性较弱，这表明三地研发投
入产生创新成效所需时间并不相同。考虑到三地研发投入的特点，本文最终参考其他研究者的处理
方式，未将滞后因素放进实证。回归方程值为０． ９８，拟合效果较好。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各地区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ＬＳ估计
变量 上海 北京 深圳
Ｈｄｉｔ

区域研发投入
１． １３
（１． ００）

１． ０４
（１． ０２）

５． ４
（３． ７２）

Ｈｆｌｏｗｉｔ
海归人才的知识溢出

０． ５９
（０． ６３）

０． ３７
（１． １５）

－ ０． ７８
（－ １． ４８）

Ｈｆｄｉｉｔ
ＦＤＩ的知识溢出

－ １． ６４
（－ ０． ９３）

－ １． １９
（－ ０． ６９）

０． １８
（０． ０９）

Ｈｔｒａｄｅｉｔ

国际贸易的知识溢出
０． ６７
（０． ５２）

０． ２５
（０． ３５）

－ ２． ８
（－ ２． ７１）

ＨＡｂｓｏｒｂｉｔ

地区吸收能力
－ ０． ８１
（－ ０． ６４）

０． ０５
（０． ０３）

－ ０． ５１
（－ ０． ４８）

从表３可以看出，作为中国发展水平最高和创新能力
最强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产业结构等方面有较大差
异，各因素对不同地区影响不尽相同。研发投入对深圳创
新能力影响较为明显，海归人才、国际贸易、地区吸收能力
则对北京创新能力有促进作用［２０］。与北京、深圳相比，上
海各项指标影响程度较为平衡，其中海归人才和国际贸易
对上海创新能力的影响相对较为显著。产生这一结果原
因在于：第一，在研发投入方面，由于深圳市场化程度最
高、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大，研发的创新效率较高。第二，海
归人才知识溢出方面，北京、上海海归人才知识存量大、层
次高，对创新的溢出作用较强。深圳由于教育、医疗等方
面存在一定短板，对海归人才知识吸引能力远小于北京、上海，海归人才数量增长速度远低于其创新
能力的提升速度。第三，ＦＤＩ的溢出方面，深圳作为成立最早的经济特区，在外企研发的制度建设方
面有一定优势，而上海ＦＤＩ中直接投入科研的比重不高，对创新能力促进作用不足。第四，国际贸易
的知识溢出方面，北京、上海对外贸易中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对创新能力有一定促进作用，而深圳对
香港大量的货物贸易推高了其国际贸易总额，但并未带来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五，地区吸收能力
方面，北京科教基础最强、第三产业占比最高，吸收能力明显较强。
２． 人力资源开发对吸收能力和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
为更深入研究北京、上海、深圳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本文将人力资源开发作为调节变量带

入模型，采用最小二乘对方程（４）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吸收具有滞后效应，对吸收开发的复合变量
取滞后一阶效应，发现回归方程Ｒ２值为０． ９８，拟合效果较好。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考虑人力资源开发的各地区
　 　 　 　 　 　 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ＬＳ估计

变量 上海 北京 深圳
Ｈｄｉｔ

区域研发投入
１． ２７
（１． １７）

１． ３２
（０． ９２）

５． ２７
（４． ３２）

Ｈｆｌｏｗｉｔ
海归人才的知识溢出

０． ２５
（０． ３７）

０． ５
（０． ９８）

－ ０． ２８
（－ ０． ３６）

Ｈｆｄｉｉｔ
ＦＤＩ的知识溢出

－ ０． ９３
（－ ０． ６３）

－ １． ０５
（－ ０． ６２）

－ ０． ２４
（－ ０． １３）

Ｈｔｒａｄｅｉｔ

国际贸易的知识溢出
０． １５
（０． １３）

０． ３３
（０． ４９）

－ ２． ８１
（－ ２． ８７）

ＨＡｂｓｏｒｂｉｔ × Ｅｉｔ
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投入

０． ０４
（０． ０４）

－ ０． ５３
（－ ０． ３３）

－ ０． ８６
（－ ０． ９１）

与加入人力资源开发变量之前相比，由于人力资源
开发使得各个变量对创新影响都有所变化且对不同地区
的调节作用不同，但各变量对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创新
能力影响的排序发生了变化，其中研发对北京、上海创新
的影响更加显著，海归人才对北京创新的影响更加显著。
具体变化及原因为：第一，研发投入对北京、上海创新能
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存在人力资源开发时，研发对
深圳创新影响依然明显。由于深圳人口结构中青年人口
比例高，对于以企业研发为主体的深圳而言，人力资源投
入效率较高。对北京、上海而言，人力资源开发能提高员
工素质，进而提升研发投入的创新效率。第二，海归人才
知识溢出加强了北京和上海创新能力。人力资源开发使
得本土员工与海归人才差距减小，对创新有促进作用。第三，ＦＤＩ的知识溢出对北京、上海技术创新
负面影响有所减小，对深圳影响不大。外资企业吸纳了较多的本土员工，政府人才开发投入对外资企
业创新能力有一定促进作用。与全国情况相比，外资企业对北京、上海、深圳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表明三地的创新能力中自主创新比重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第四，国际贸易对北京创新能力的促进
作用增大，对上海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减小，对深圳创新能力影响基本无变化。这是由于北京对外贸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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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高科技产品比例较高，人力资源开发能提升该类贸易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上海近年来贸易行
业规模增长放缓、对人才吸引力下降，贸易对创新影响有所下降。第五，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对上海创
新的直接影响不明显、对深圳和北京创新能力直接影响则存在一定负相关性。总体而言，三地人力资
源开发对创新无明显直接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人力资源开发效率有待提升。

五、总结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技术创新函数为出发点，以海归人才知识溢出效应为切入点，将人力资源开发引入了知识

溢出对技术创新的模型，分别通过对全国层面数据的分析和对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
的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人力资源开发强度对全国和三地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
一，在影响创新能力各个渠道中，研发投入是我国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表明研发经费投入是我国科
技创造首要驱动因素，我国科技创新活动仍处于投资拉动阶段；第二，我国对国际知识溢出具备一定
的吸收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明显，但海归人才对我国创新的贡献程度不高，这表明我国对高层次
海外人才的引进和利用还存在提升空间；第三，作为我国科创中心，北京、上海、深圳创新的影响因素
存在较大差别，其中研发投入对深圳影响较为显著，海归人才、国际贸易对北京、上海影响较为明显；
第四，人力资源开发对北京、上海创新能力提升有较明显的直接或间接促进作用，对深圳影响相对
较小。

当前，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北京、上海、深圳作为战略支撑，要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创新城市，需进一步提高人才开发强度，促进海归人才国
际知识溢出。根据本文模型推导和实证结果，我们提出政策如下建议。

首先，政府要继续加强研发投入，拓宽资入渠道，鼓励外资、民资深入参与技术创新活动，提升研
发投入对创新的支撑作用。同时，政府要拓宽科研成果转化渠道，提升研发活动的投入产出比，引导
科研活动产生相应经济效益并再投入、再创造。

其次，政府要加大高层次海外人才的引入力度，加大对教育、就业的投入，努力提高科技人才的收
入水平，在扩大海归人才知识溢出的同时，提升本土人才的吸收和自主创新能力。

再次，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阶段等具体情况，分别制定创新能力提升方案。
对于北京、上海而言，要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提升研发投入的产出效率，发挥自身高素质人
力资源充沛、海归人才数量较多的优势，充分利用海归人才、国际贸易等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加快建
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对于深圳而言，要扩大企业在创新方面的领先优势，补齐发展中的短板，
增大人才存量，增强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提升对外贸易中高科技产品占比，扩展国际知识溢出的来
源，早日建成国际创新城市。

最后，为提高人力资源开发对国际知识溢出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各地均需要加
大对海归人才开发的力度，通过为海归人才提供较高的薪资待遇和发展平台，增加对海归人才的吸引
力。同时，北京需加大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支持力度，并充分利用贸易结构优势，进一步增强高科
技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上海需优化贸易结构，提升对外贸易中高科技含量产品的比例；深圳需加大对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充分利用市场化程度高的优势，通过加大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投入，进一
步强化企业对深圳创新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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